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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与以

前相比有所增长，情况也变得更加复杂，如何正确应

对群体性事件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严峻考

验。回顾 1956 年一些地区曾出现的农民闹事、工人
罢工、学生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刘少奇在深入基层调
查的基础上，对群体性事件的各种表现、产生原因和
处理方式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提出了一些独到的

见解。这些主张和见解对我们今天处理群体性事件
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1956 年群体性事件的简要回顾
1956 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
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进行。这时候，国内
敌我矛盾下降，人民内部矛盾上升，社会事件频发。
首先，出现了农民退社风潮。从 1956 年 10 月

开始，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陕西、河北、辽宁
等省先后出现农业合作社部分社员要求退社的情

况。如浙江省的仙居县 33 个乡镇中有 29 个乡镇先
后发生了闹退社分社事件，全县 302 个合作社中完
全解体的有 116 个，退社农户占 81%。［1］在宁波专
区，已退社的农户占社员户数的 5%，想退社的农户

占 20%左右。［2］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全省已退社的
达到了 7 万余户，占社员户数的 1%左右，并有 102
个社解体，个别地区形成群众性退社风潮。［3］河南
省临汝、永城等 12 个县，闹社、退社的涉及 278 个
社、700 多个生产队。［4］1957 年春，江苏全省各地农
村农民闹事继续发生。特别是泰县，闹退社事件在
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有 2000 多人到县里请
愿。［5］有的退社者想要回入社的土地、耕牛等生产
资料。有的地方还连续发生殴打干部事件。闹退社
的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力少、人口多的农户和
手工业者、小商贩等。
其次，工人罢工事件明显增多。据中华全国总

工会的不完全统计，1956 年全国总工会收到的报告
和直接处理的罢工、请愿事件计 86 起。1957 年，全
国发生的罢工、请愿等群体性事件的次数继续增加。
从现有资料分析，辽宁省 1—4 月共发生罢工、请愿
等事件 86 起，参加人数 7450 余人，其中罢工 16 起，
参加人数 1000 余人。上海市 l—6 月发生类似事件
的企业单位 589 个，参加人数多达 3． 1 万人。［6］

再次，学生罢课、闹事。据团中央 195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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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1956 年 10 月以来，在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
校发生学生罢课请愿事件 30 起，参与人数 1 万
人。［7］1956 年底，甘肃兰州一所技校的外省学生要
求发放寒假回家路费，学校不同意，300 多名学生闹
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 60 多名闹事
学生，将其视为反革命。［8］这种压制手段更加激化
了学生的群体行为。
二、刘少奇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和应对
面对不稳定的局面，为了能更真实客观地了解

情况，党中央组成以刘少奇为领导的调查组，于

1957 年 2 月 18 日从北京出发，沿着京广线到河北、
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通过走访群众、实地考
察、开座谈会等方式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研
究。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和冷静思考，提出了正确看
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一系列主张和措施。

( 一) 判定事件的性质
在对事情的性质判断上，刘少奇认为这些事件

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河北石家庄，当地同志向他
详细汇报了工人、学生参加的 14 起“闹事”的情况
后，他认为: “我们国家的矛盾，集中在人民群众和
领导的矛盾上来了，现在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的

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即人们对领导，领导与被
领导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阶级矛盾、敌
我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了。这是我国的新情况。”4 月
10 日，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
话中，刘少奇强调了群体性事件的人民内部矛盾性

质，并再三要求“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够用过去
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方法、新的方针、新的
路线。4 月 27 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
上，刘少奇又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讲话。他再次指出:“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
可能参加的。但是……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
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
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作人民内

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
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不解决群
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9］南下五省
之行，刘少奇重点就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的问题向各

地领导干部进行了讲解和宣传。

( 二) 检讨党和政府工作，查找自身原因
当时，许多党员和干部认为，“好人不闹事，闹

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基
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 一是“怕”;
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方法，动辄
批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10］针对这种错误认
识，1957 年 3 月中央特此发布了《关于处理罢工、罢
课问题的指示》，再次强调，群众闹事“这类事件的
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特别是由于

领导者的官僚主义。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刘少奇也越发清晰地认

识到，群体性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很大程度上与干部

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关。他先是分析了闹事的几个阶
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 然后是派代表交涉; 如果
交涉没有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者出墙报，向

《人民日报》写信; 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
事。”然后对此总结为:“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
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11］为此，要避免或减少群
体性事件的发生，关键在领导方面。在调查中他多
次对各地的干部讲:“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
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

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
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
责任。”［12］针对一些干部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把自
己摆在和群众对立的位置，他严肃的指出: “应该首
先分清领导上的是非，检查领导上有哪些错误，然后

再去分清群众中的是非。分清群众是非的时候，不
只是说群众的不好，好的地方也要讲。”“非的就是
群众，是的就是‘老子’”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一定要
克服和纠正的”。［13］

( 三) 敏锐看到了分配不公问题
在走访各地处理事件的过程中，刘少奇强调:

“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14］这
也是他对群体性事件性质的独到分析。3 月 24 日，
刘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就特别指出: “所有制
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
来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
质的切身问题”。刘少奇进一步将分配问题上升到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理论高度，指出“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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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
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

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
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15］

总之，通过调研，刘少奇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处理

群体性事件的思想，既使广大干部清晰地认识了事

件的性质，又缓解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1956 年
下半年的危机，虽然波及面很广，社会影响很大，但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应对下很快就平息了。
三、时代价值
20 世纪 50 年代发生的少数人闹事问题和现阶
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发生在两个不

同的时期，其具体原因、表现形式亦不尽相同，但是
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同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刘少奇在对如何看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
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的这些
见解对我们今日正确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具有重

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 一) 处置群体性事件要有新思维
在西方发达国家，把群体性事件一般称之为集

体行动，并认为这是公民权利释放的一种常态，甚至

把包括集体行动等在内的社会冲突看成一种“社会
安全阀”，通过“冲突较量”，以化解和疏通社会矛
盾，因而社会冲突有其正面效果的一面。［16］群体性
事件给社会带来的不一定全是负面影响: 从政策上，

它可以使上级政府通过群体性事件去了解政策执行

中的偏差，并督促下级政府纠正过于偏离政策的行

为; 从长期的社会稳定上，它可以释放目前因利益格

局失衡、民意诉求渠道不畅而蔓延累积的怨气，避免
了爆炸式的总体算帐模式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具有

重新搭建社会利益平衡格局的潜功能。例如，尽管
贵州瓮安事件本身造成了较直接和严重的社会破

坏，但这个事件也开启了当地重建官民关系、警民关
系和利益平衡格局的进程; 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上，

也有积极的一面，广东乌坎事件导致乌坎村委会有

史以来首次公开透明的民主选举是最生动的回答。
建国初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国共产党就以

一种更为广阔的胸襟、宽容的态度冷静处之，并把它
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认为

它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执政能力。
刘少奇 1957 年在河南省调研时的干部大会上就表
达了同样的观点: “要利用人民闹事来教育我们的
干部，教育群众，教育我们党。所以对闹事不要马马
乎乎，要认真处理。”［17］“我们是没有受过这个教育
的，如果经过几次闹事，我们党就会成熟起来。”［18］

他认为，对群体性事件，要用辩正、全面、一分为二的
眼光看待，既要看到闹事给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带

来一些不利因素，也要把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作是

推动工作改进的动力与要求。
时下，有些政府部门及官员为了逃避自身责任，

常将群体性事件笼而统之地视为非法或非正当性事

件，或将之先入为主地视为一种负面事件。比如云
南孟连事件，孟连县政府把那些积极主张权益的村

民视为“恶势力团伙”及其违法犯罪人员，并限期他
们投案自首，而致矛盾恶化。又如贵州瓮安事件、湖
北石首事件等，当地政府首先把事件定性为“不明
真相”的群众受到少数“黑恶势力”、一小撮“别有用
心”的人或“不法分子”指使等。基于此种思维惯
式，即便一再强调“区别对待”并“慎用警力”，地方
政府也大多采取“堵塞”的手段应对群体性事件。
我们只有以辩证的视野，打破惯用的思维理念，

正视群体性事件暴露出的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一系

列突出问题，改变以前那种被动的维稳型解决问题

的思维模式，才能探索出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有

效途径，从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二) 要注重在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改革开放后，由于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动，社会分

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种现实离人们对于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期待有较大的距离。一旦出现利益
冲突焦点的事件，就比较容易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

的导火索。例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也有
冲击政府的行为，但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利益纠纷和

社会不公。所以，我们的发展模式不能再把整个社
会置于社会生产之上，而应该置于生产加分配之上。
也就是说，当生产矛盾缓解之后，分配矛盾已经上升

为社会主要矛盾。当年刘少奇就敏锐地察觉到:
“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是不是多分了一点，生活待遇
太高了，房子住得太好了……工厂里厂长、党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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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青年团书记奖金分多了，此外还有把亲戚朋友送
进厂等等。”［19］群众对这个分配就反对，就会出现不
满的情况，而最后就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刘
少奇明确反对违背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事情。
我们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变被

动“维稳”为主动“创稳”，就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加
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 三) 应强化对官员的监督和制约
无数事例证明，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不
正之风。刘少奇面对发生的群众“闹事”问题上就
尖锐地指出: “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
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
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

这个问题上。”［20］刘少奇认为，在人民群众对我们提
出的意见中，主要就是官僚主义问题。既然原因出
现在领导干部作风的问题上，就要克服和纠正官僚

主义的错误，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好人民

的公仆，当好群众的勤务员。
因此，必须加强对各级官员运用公共权力进行

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端正政绩观念，强化责任意识。
完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科学决策制度、民主公开制
度、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等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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